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怨愤、苦痛背后的实录坚守
——不容忽视的《史记》美颂艺术

□黄晓芳

（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，陕西 西安710119）

【内容摘要】不囿于统治者及世俗好恶，且能超越一己怨愤，司马迁对实录进行了

彻底坚守。《史记》的美颂，无畏无私，实事求是，充满正义和骨气，是实录不容忽视

的重要部分。首篇选择示美颂、客观叙事寓美颂、他人肯定寄美颂、“太史公曰”表

美颂，构成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表现方式。运用互见法、创体后破体，凸显《史记》美

颂艺术的实录特质。先秦美颂传统的陶染、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、最初创作动因的

诱发，促成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形成。

【关 键 词】     《史记》；美颂艺术；表现方式；实录特质；原因。

【作者简介】 黄晓芳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方向：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。

《史记》草创未就之际，司马迁不幸遭

遇李陵之祸，饱尝统治者的残酷无情，深

感世道不公、世态炎凉，他内心激荡着浓

烈的怨愤、悲痛之情。在生命的苦痛中，司

马迁一直坚守实录原则，不仅不囿于统治

者及世俗的好恶，且能超越一己怨愤，不

以自身好恶掩盖历史真实，始终实事求是

地书写历史。如果说面对严酷统治和世俗

洪流，太史公对黑暗丑陋现象的批判讽刺

是实录最为闪亮的部分，那么面对自身怨

愤和苦痛，太史公并未消极否定一切，他

对真善美的歌颂褒扬也是实录不容忽视

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无畏无私的批判和美颂，共同彰显了

司马迁对实录的彻底坚守。正因为司马迁

能做到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[1]“爱而知其丑，

憎而知其善，善恶必书”[2]，亦即是非分明，

所以《史记》才有如此巨大的魅力。其实，有

时对历史人物进行合乎实际的称颂，也需

要勇气，如对项羽、陈涉，以及游侠、刺客等

人物的肯定就如此。赞美颂扬与批判讽刺

一起增添了《史记》实录的不朽光辉，也展

现了司马迁卓越的史德、史学、史识、史才。

怨愤、苦痛中的批判讽刺较易理解，学界关

注较多。而同样情境下太史公实事求是的

褒美，却常常被忽略，以至于美颂艺术被遮

蔽，这不利于多角度、全方位理解实录，故

本文拟对《史记》的美颂艺术进行探讨。

一、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表现方式

司马迁对德治的赞颂，对人物高尚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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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和美好品格的褒美，对人物历史功绩的

肯定，对大一统的宣扬等等，共同构成了

《史记》丰富多彩的美颂内蕴。《史记》的美

颂以多种方式呈现，主要有以下四种：

1. 首 篇 选 择 示 美 颂。以 人 物 传 记 为

主的本纪、世家、列传三种体例对首篇的

选择，别具深意。本纪首篇是《五帝本纪》，

五帝为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，在司马迁

笔下，五帝是古代帝王的榜样，他们圣明

贤德，仁义礼让，智慧超群，能力非凡，一

心为民，不辞劳苦，造福天下，功德显著，

其德治、功业、人格以及尧舜的禅让，都是

太史公极力颂扬的。五帝是司马迁心目中

帝王的理想典范。世家首篇为《吴太伯世

家》，司马迁对太伯、季札让国避位的义行

和美德大加赞赏，热情歌颂，“以吴太伯作

为三十世家之首，这个处理本身就是司马

迁对太伯的最高褒奖”[3]。列传首篇为《伯

夷列传》，杨慎以为：“《尚书》首《尧典》《舜

典》，《春秋》首隐公，世家首太伯，列传首

伯夷，贵让也。”[4]《太史公自序》称：“末世

争利，维彼奔义；让国饿死，天下称之。作

《伯夷列传》第一。”[5]《伯夷列传》居七十

列传之首，伯夷、叔齐的“让”之美德、坚守

节义之行，都是太史公所称颂的。《史记》

对各体首篇的选择是慎重而富有深意的，

显示出太史公对五帝、太伯、季札、伯夷、

叔齐的褒美之意。

2. 客观叙事寓美颂。司马迁在撰写《史

记》人物传记各篇时，于客观叙事中体现

美颂之意。《夏本纪》中写禹：“乃劳身焦思，

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不敢入。薄衣食，致孝

于鬼神。卑宫室，致费于沟淢。陆行乘车，

水行乘船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檋。左准绳，

右规矩，载四时，以开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

泽，度九山。”[6] 在这种客观叙事中，体现

出太史公对治水英雄大禹艰苦奋斗的歌

颂，为了能治水成功，大禹历经艰辛、不辞

劳苦，其精神令人敬佩。《魏公子列传》写

信陵君：“公子为人仁而下士，士无贤不肖

皆谦而礼交之，不敢以其富贵骄士。士以

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，致食客三千人。当

是时，诸侯以公子贤，多客，不敢加兵谋魏

十馀年。”[7]信陵君贤明仁义、礼贤下士的

美德于客观叙事中得以颂扬，字里行间流

露着褒美之意。《赵世家》中叙述程婴、公

孙忤臼为救赵氏孤儿挺身而出，牺牲生命

也在所不惜的故事，将他们坚守忠义、舍

己救人、勇敢无畏、信守诺言等品质表现

得淋漓尽致，震撼人心，极具感染力。《张

释之冯唐列传》通过叙述张释之对惊吓皇

帝车马之人依法仅处罚金，并未按皇帝的

意思加重处罚，对盗高庙座前玉环之人依

法判处死刑，并未逢迎皇帝之意灭三族，

体现出张释之执法的公正严格和不阿权

贵的精神。

3. 他人肯定寄美颂。《史记》中还常常

通过他人的肯定来显示赞美之意。《殷本

纪》中写商汤网开三面，“诸侯闻之，曰：‘汤

德至矣，及禽兽。’”[8]太史公对商汤仁德的

赞美是通过天下诸侯之言来表达的，商汤

德及禽兽，以德服天下，这是他能够灭夏

建商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又如《刺客列传》中，

豫让为了替智伯报仇，“乃变名姓为刑人，

入宫涂厕，中挟匕首，欲以刺襄子”，刺杀未

遂而被擒，赵襄子的部下要杀豫让，这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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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襄子说了一番赞扬豫让忠勇的话：“彼义

人也，吾谨避之耳。且智伯亡无后，而其臣

欲为报仇，此天下之贤人也。”几经刺杀不

成后，豫让伏剑自杀，“死之日，赵国志士

闻之，皆为涕泣”[9]。豫让历经艰辛刺杀赵

襄子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报答智伯的

知遇之恩，谱写了一曲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

壮歌，司马迁通过赵襄子之言及赵国志士

“皆为涕泣”的举动，对豫让报答知遇之恩

的忠义进行了肯定和褒扬。

他人肯定还体现在有褒美之意的民

歌谣谚之中。民歌谣谚增加了《史记》的

丰富性和生动性，对人物的褒贬也蕴含

其中。如所载《画一歌》：“萧何为法，顜若

画一；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载其清净，民

以宁一。”[10] 萧何、曹参二人在汉初先后

为相，他们均能顺应汉初社会发展的实

际，治理有方，合乎民意，得到百姓歌颂。

又如所载谚语“得黄金百，不如得季布一

诺”[11]，季布为人仗义，讲信用，这则谚语

就是对季布信守承诺的称颂。

4.“太史公曰”表美颂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

是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

言”[12]，他以“太史公曰”的方式，表达对历

史人物、事件的看法和评价，寄寓着自己

的世界观和历史观。司马迁对人物的赞美

称颂也在“太史公曰”中体现出来。《孔子

世家》：“太史公曰：《诗》有之：‘高山仰止，

景行行止。’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……

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

侯，中国言《六艺》者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

圣矣！”[13]司马迁直接抒发了对孔子的赞

美和仰慕之情。《孝文本纪》：“太史公曰：

孔子言‘必世然后仁。善人之治国百年，亦

可以胜残去杀’。诚哉是言！汉兴，至孝文

四十有余载，德至盛也。廪廪乡改正服封

禅矣，谦让未成于今。呜呼，岂不仁哉！”[14]

司马迁对汉文帝的德政和谦让仁义进行

了高度评价和赞扬。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“太

史公曰”中称：“相如一奋其气，威信敌国，

退而让颇，名重太山，其处智勇，可谓兼之

矣！”[15]司马迁对蔺相如机智勇敢、以国家

为重的品德极为赞赏。《田儋列传》“太史

公曰”中赞扬田横气节：“田横之高节，宾客

慕义而从横死，岂非至贤！”[16] 司马迁以

“太史公曰”的方式，对值得称颂的历史人

物表达着由衷的赞美。

二 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

阿谀奉承的虚假美颂历来令人不齿，

应该杜绝。而充满正义和骨气的合乎实际

的美颂，则具有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。《史

记》的美颂，体现出司马迁的一身正气、勇

气和骨气，也体现出司马迁极具责任感的

撰史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千载之下，

仍震撼、鼓舞人心，实录可谓功莫大焉。实

录不仅是司马迁秉持的原则，也是《史记》

美颂艺术的特质。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实录

特质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：一是运用互见

法；二是创体后破体。

1. 运用互见法。司马迁运用互见法使

褒美与实录兼具，互见法有效捍卫并体现

了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。汉文帝是

司马迁所赞颂的帝王，《孝文本纪》对汉

文帝的仁德、谦让等进行了歌颂，可谓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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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行间流露着褒美之意。其实汉文帝也做

过与仁德相违之事，如对淮南王的做法，

但《孝文本纪》并未载此事。司马迁既要赞

美汉文帝，又要坚守实录原则，使用互见

法，体现出《史记》美颂的实录特质。太史

公将汉文帝处置淮南王之事载入《淮南衡

山列传》：“尽诛所与谋者。于是乃遣淮南

王，载以辎车，令县以次传。是时袁盎谏上

曰：‘上素骄淮南王，弗为置严傅相，以故

至此。且淮南王为人刚，今暴摧折之，臣

恐卒逢雾露病死，陛下为有杀弟之名，柰

何！’上曰：‘吾特苦之耳，今复之。’县传淮

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……乃不食死。”袁

盎坦诚劝谏，说明事理，可知汉文帝是在

非常清楚事态的情况下仍然做出惩罚决

定的，对同父异母的亲弟弟——淮南王刘

长之死，汉文帝难辞其咎，此传中还载录

了《民为淮南厉王歌》：“一尺布，尚可缝；

一斗粟，尚可舂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。”[17]

通过这首歌，将事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清

楚呈现出来，民众对于汉文帝处理淮南王

的做法是颇有微词的。这就使美颂与实录

均得以实现。又如《魏公子列传》全篇旨

在褒扬信陵君的仁义、礼贤下士的美德，

司马迁对信陵君的贤明、仁德是大加赞美

的。但信陵君也有与仁义、礼贤下士相悖

之事，《范雎蔡泽列传》记载，魏相魏齐因

与秦相范雎有仇怨而逃亡，赵相虞卿为救

魏齐，解相印与其一起逃亡，走投无路之

际，想通过信陵君去楚国。

信陵君闻之，畏秦，犹豫未肯见，曰：

“虞卿何如人也？”时侯嬴在旁，曰：“人固

未易知，知人亦未易也。夫虞卿蹑屩檐簦，

一见赵王，赐白璧一双，黄金百镒；再见，

拜为上卿；三见，卒受相印，封万户侯。当

此之时，天下争知之。夫魏齐穷困过虞卿，

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，解相印，捐万户侯

而间行。急士之穷而归公子，公子曰“何如

人”。人固不易知，知人亦未易也！”信陵君

大惭，驾如野迎之。魏齐闻信陵君之初难

见之，怒而自刭[18]。

向来以礼贤下士著称的信陵君，此时竟

然因畏惧秦国而“犹豫未肯见”，经侯嬴

一番劝说，感到惭愧，才去迎接，却为时

已晚，魏齐的自刭与信陵君起初的态度

密切相关。此事不载于《魏公子列传》，而

载于《范雎蔡泽列传》，这也是运用互见

法使赞美与实录有机结合，体现了美颂

艺术的实录特质。

2. 创体后破体。司马迁创立五体结构，

为后世的史书体例树立了典范。王鸣盛认

为：“司马迁创立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

体例，后之作史者，递相祖述，莫能出其范

围。”[19]赵翼云：“司马迁参酌古今，发凡

起例，创为全史。本纪以序帝王，世家以记

侯国，十表以系时事，八书以详制度，列传

以志人物，然后一代君臣政事，贤否得失，

总汇于一编之中。自此例一定，历代作史

者遂不能出其范围，信史家之极则也。”[20]

《史记》中的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共同

构成了一个宏大的体系，体例结构的安排

蕴含深意。《太史公自序》中称：“网罗天

下放失旧闻，王迹所兴，原始察终，见盛观

衰，论考之行事，略推三代，录秦汉，上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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轩辕，下至于兹，著 十二 本纪，既 科条之

矣。并时异世，年差不明，作十表。礼乐损

益，律历改易，兵权山川鬼神，天人之际，

承敝通变，作八书。二十八宿环北辰，三十

辐共一毂，运行无穷，辅拂股肱之臣配焉，

忠信行道，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。扶义俶

傥，不令己失时，立功名于天下，作七十列

传。”[21]《史记》中选择历史人物进入何种

体例，绝非随意，而是深含褒贬之义的。尤

其是一些特殊人物的破例现象，更突出体

现了太史公的褒贬思想。例如，项羽并未

称帝，况且项梁之前还曾立了楚王熊心，

楚王熊心入关后还被尊为义帝，但司马迁

却将项羽列入本纪，置于汉高祖刘邦的本

纪之前，相比之下，楚王熊心则不仅没有

进入本纪，而且连进入世家的机会都没

有，司马迁只是在《项羽本纪》中将其附入

而已，这并非偏见，而是符合历史发展实

际的。《项羽本纪》论赞中云：“然羽非有尺

寸，乘势起陇亩之中，三年，遂将五诸侯灭

秦，分裂天下，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号为

‘霸王’，位虽不终，近古以来未尝有也。”[22]

项羽是当时天下大势的真正主宰者，是反

秦斗争中的关键英雄人物，是历史发展的

真正推动者，楚王熊心虽名为楚王，为义

帝，却是徒有其名，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

选择完全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，将项羽列

入本纪，是对项羽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和

褒显。又如孔子只是布衣，未曾称王称侯，

司马迁却为孔子立世家，这是对孔子历史

功绩的一种无声的赞扬和歌颂。再如陈涉

是反秦起义的发难者，称王不终，而司马

迁却为陈涉立世家，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

真实记录，其中也包含着太史公对陈涉发

难之功的充分肯定和颂扬。司马迁创立五

体，创体后又勇于破体，一切从历史实际

出发，对于徒有名位之人不予选择，对于

实有功绩之人大胆择入，这正体现了司马

迁对实录的坚守，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由

此可见一斑。

三 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形成原因

《史记》的美颂艺术，既是对先秦美颂

传统的继承，又受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，

同时，也与《史记》的创作动因息息相关。

1. 先秦美颂传统的陶染。中国文化中

的美颂传统由来已久，在文学中亦早有反

映。刘毓庆以为：“中国文学从其发轫之日

起，便是以颂德为主要特征的。如果说中国

神话对于英雄神祇的颂赞，那只是‘雅颂’

文学的萌芽。那么有周一代的《雅》《颂》诗

歌，便是雅颂文学正式降生的标志。”[23]中

国古代神话中对神话英雄的歌颂和赞美，

对中国文学美颂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启示

作用，而《诗经》中的雅、颂则将美颂传统产

生的步伐大大加速，并促使这种传统正式

生成。《诗经》在先秦时代就广泛流传，春秋

战国大量的引诗赋诗，扩大了《诗经》的流

传范围，到了西汉初期，又被立于学官，是

五经之首。司马迁博学多识，“百年之间，天

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”[24]，他对中华

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。《诗经》的广泛传播，

对文学、文化的影响，司马迁自然是非常熟

悉的，他在《史记》中就多次引用《诗经》诗

句，其中包括雅、颂诗句，如：“莫其德音，其

怨愤、苦痛背后的实录坚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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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克明，克明克类，克长克君。王此大邦，克

顺克俾。俾于文王，其德靡悔。既受帝祉，施

于孙子。”[25]“陈锡载周。”[26]“思文后稷，

克配彼天，立我蒸民，莫匪尔极。”[27]“戎狄

是膺，荆荼是徵。”[28]等等。陈桐生指出：“司

马迁所述《诗经》中的颂美之诗的比重是刺

诗的一倍以上。”[29]“忽视了《史记》诗学观

中的颂美内容，也就等于阉割了《史记》的

理想精神。”[30]雅、颂所形成的美颂传统对

司马迁产生了重用影响，《史记》的美颂艺

术，正是太史公对先秦美颂传统继承的一

种体现。

2. 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。秦始皇统一

天下，威震四方，可惜秦王朝短命而亡，汉

继秦而起，成为大一统帝国，汉朝统治者

能吸取秦的教训，实现了稳定发展，长治

久安，国力强大，气势恢宏。宣扬、歌颂汉

德，成为人们的共识。诚如马融《忠经》中

对美颂的肯定：“君德圣明，忠臣以荣；君

德不足，忠臣以辱。不足则补之，圣明则扬

之，古之道也。是以虞有德，咎繇歌之。文

王之道，周公颂之。宣王中兴，吉甫咏之。

故君子臣于盛明之时必扬之，盛德流满天

下，传于后代，其忠矣夫。”[31]汉代的美颂

风尚在文学中有着突出反映。诗歌中的

《安世房中歌》《郊祀歌》均以歌颂为主题。

作为大汉一代文学之代表的汉大赋，结构

宏大，铺张扬厉，润色鸿业，许多作品是以

美颂为主的，虽被讥为劝百讽一，但从某

种程度上来说，汉大赋也突出体现、宣扬

了大汉帝国的气魄和威势。司马迁在《史

记》中不仅为汉大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立

传，还不惜笔墨收录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《难

蜀父老赋》《哀二世赋》《大人赋》等，体现

了司马迁对突出反映汉代美颂风尚的一

代文学——汉大赋的重视。歌颂汉德，宣

扬大一统，似乎成为西汉盛世情怀的自然

流露，而司马迁正处于这种大一统的盛世

时代。张新科认为：“武帝时代的大一统政

治，使司马迁充满了自豪感……司马迁则

要从历史的角度，总结前代兴亡治乱的经

验教训，为汉代的大一统社会找到合理的

文化源头。”[32]司马迁及其《史记》创作，

不可避免地受到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。

3. 最初创作动因的诱发。司马迁创作

《史记》的动因是多元的，从最初动因如继

承父亲遗愿，肩负修史使命等看，太史公

创作《史记》是含有美颂意愿的。《太史公

自序》中，从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到司马迁

对壶遂所言，能明显的看到司马谈对周公

“歌文、武之德”、孔子“修旧起废，论《诗》

《书》，作《春秋》”的推崇，以及对“汉兴，海

内一统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”[33]歌颂

的意愿，司马迁认为：“主上明圣而德不布

闻，有司之过也。”“废明圣盛德不载，灭

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堕先人所言，

罪莫大焉。”[34]司马迁继承父志，且深刻

地意识到了修史的历史使命。司马迁推崇

“采善贬恶”——即“惩恶劝善”的传统，“劝

善即是颂扬”[35]，颂扬美德善行，颂扬明主

贤士，颂扬汉德，这些都成为《史记》的重

要内容。从太史公对各篇创作的介绍中，

也能看出《史记》创作动因中的美颂意愿。

《太史公自序》谈到具体各篇的创作时，对

于含有嘉美颂扬之意的人物，直陈其意，

如：“维昔黄帝，法天则地，四圣遵序，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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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度；唐尧逊位，虞舜不台；厥美帝功，万

世载之。作《五帝本纪》第一。”“国有贤相

良将，民之师表也。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

臣年表，贤者记其治，不贤者彰其事。作

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》第十。”“嘉伯之

让，作《吴世家》第一。”“嘉父之谋，作《齐

太公世家》第二。”“嘉旦《金縢》，作《周公

世家》第三。”“嘉庄王之义，作《楚世家》

第十。”“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，灭强吴以

尊周室，作《越王勾践世家》第十一。”“嘉

鞅讨周乱，作《赵世家》第十三。”“嘉威、

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，作《田敬仲完世家》

第 十 六。”“能 以 富 贵 下 贫 贱，贤 能 诎 于

不肖，唯信陵君为能行之。作《魏公子列

传》第十七。”“能信意强秦，而屈体廉子，

用徇其君，俱重于诸侯。作《廉颇蔺相如

列传》第二十一。”“敢犯颜色以达主义，

不顾其身，为国家树长画。作《袁盎晁错

列传》第四十一。”“守法不失大理，言古

贤人，增主之明。作《张释之冯唐列传》第

四十二。”“守节切直，义足以言廉，行足

以厉贤，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。作《田叔

列传》第四十四。”“勇于当敌，仁爱士卒，

号令不烦，师徒乡之。作《李将军列传》第

四十九。”[36]等等。从创作动因看，太史公

作《史记》，美颂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。

中国古代文学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

程中，不免会有一些与实际情况相悖的阿

谀奉承之作，这是美颂文学中的糟粕，应

该摒弃，而我们对中国古代美颂传统的认

识，不能因此就遮蔽了双眼，对美颂全盘

否定。其实，中国文学中的美颂传统博大

精深，古代著作中不乏合乎实际的褒美之

作，这些美颂是值得肯定的。而更有一些

著作，不仅能从实际出发，且能不囿于统

治者、世俗及作者自身的好恶，对值得颂

扬的人物、事件勇敢真诚地进行赞美，这

是令人敬佩的。《史记》正是这样一部令

人敬佩的著作，其美颂以实录为基础，大

胆真诚而又尊重事实。司马迁遭遇李陵

之祸后，在怨愤和苦难中仍然以史家的

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对实录原则进行

了彻底坚守，《史记》中的美颂和批判共

同彰显了太史公实录精神的伟大。这对

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当下道德文化的

建设，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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